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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的前半年，即1965年10月初到

次年春节后，我在延庆县永宁公社公企工

作队参加对公社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四

清”。当时公企工作队的队长是学校体操队

的张健，副队长有甄建军、李丹荻。队员则

来自不同单位，以清华与北大的为主，还有

几个地方的同志。来自清华的则又以代表队

为主，记得有射击队的石应津，航海队的邹

迎年，游泳队的丁正明，报务队的徐学媛

等。北大的学生则一个也没有记住。来自地

方的有一个是延庆县人民银行的，姓乔，我

们称他乔老爷，人很厚道，后来我们还去过

他家。另外一个老张、一个小张，老张是市

里的干部，小张的年纪比我稍大些，好像来

自北京市农机局，家住廊坊某县，经常一到

周末就骑车回家。

当时的永宁公社，书记姓席，17级干

部，据说参加过抗日战争，资格老，牛得

很，也很倔，我们从心底里尊重他们。这回

“四清”中的人与事

○金水高（1968 届工物）

搞“四清”却一个劲儿地要他们作检查，闹

不好还要革他的命，人家能服气吗？我开始

也感到不解，不过很快过去了，组织又让我

参加了公社企业的“四清”。

永宁公社尽管第一把手的资格老、官

衔高，但公社极其穷。所谓的企业，我记得

也就是几家粉条厂，与其叫厂，还不如称为

作坊。其中一家大一点的离永宁城不远，厂

房是一排平房，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场院，拉

着很多绳子，地上铺着席子，那是用来晾挂

粉丝的。记得第一次我随张健去那家厂，好

像还有石应津、邹迎年。开完会已经很晚

了，回家的道路高低不平，天很黑要打着手

电。张健就告诉我们，手电打开时不应紧贴

身子，而应该远离身子两侧，否则阶级敌人

会顺着灯光开枪，你就牺牲了。我觉得他真

有学问，警惕性也高，对他佩服之至。

记得有一次，好像在10月的下旬，领

导让我向企业干部职工做有关“23条”的讲

解，我兴奋不已，觉得这是领导的信任。在

家足足准备了两天，对照“四清”手册及

“23条”，从为什么要搞“四清”到如何搞

“四清”，写了好几页讲稿。可是当我满怀

信心赶到会场，真的讲起来时才发现不是那

么回事，在会上只讲了半个小时就发现没话

说了，只好来回翻那几页讲稿和人手一册的

“23条”，努力摆脱窘境。幸亏还有张健等

人接着讲，进行动员，给我打了个圆场。

后来还有一次去最远的一家粉条厂宣

讲“23条”。那个厂在远离永宁的一个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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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河边，就一个工人，是真正的作坊。我

们与作坊老板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段时间，

其实是想让我们检查他是否多吃多占、有贪

污的行为。老头（其实也就四十多岁）对我

们很好，经常给我们做小米捞饭，上面还浇

点汤，有几粒黄豆大的面粉疙瘩，还带上几

片绿菜叶，很是好吃。他总是把最稠的捞给

我们，几天下来我也忘了我是干什么去的

了，颇有点乐不思蜀。想想也很有意思，我

们去查人家，人家给我们做好吃的，现在看

来是否有贿赂的嫌疑呢？不过我们还是很认

真的，最后也实在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回去

交差了。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吃到了小米捞

饭，现在每当在郊区农家乐看到小米捞饭，

总要美美地吃上两碗。不过总感觉比起我在

“四清”时吃到的可差老了。 
公企的“四清”半年结束，春节后把

我们“整建制”调到永宁小学搞“四清”。

来自地方的老乔与老张、小张，他们只有

半年的“四清”任务，结束后就回原单位

去了。清华的学生悉数调来参加小学“四

清”。张健不再担任队长，甄建军也走了，

李丹荻升任学校工作队的队长，记得他也是

6字班的。副队长则是高教部政策研究室来

的任福昌，196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年

龄比我们都大好些，我们都叫他老任。他说

话时一口浓重的陕西口音，与我印象中的西

北汉子大相径庭。他其貌不扬，戴一副深度

眼镜，动不动就推一下，说话细声细气。在

“四清”中，他很实事求是，从不把话说

死，做人的思想工作很有一套，真不愧是搞

政策研究的。我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

文革期间，我们一直有联系，一直维持到我

70年代末到北京上研究生以后。记忆最深的

是1966年8月19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

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我去看他，中

午他请我在西单一家湖南餐馆吃饭。那时饭

馆已经要求用餐者自己收拾吃过后的餐具

了，倒还没有让自己洗盘。他在送盘子时

说，也许我们今后再也吃不到这样的好菜

了。这话后来被不幸言中。

工作队增加的另外一个队员，是清华

体操队的小于，水利系7字班的，一位多愁

善感、充满同情心的姑娘，她眼睛大大的，

水汪汪的，不会喝酒却一边一个酒窝，总让

人觉得长错了地方。“四清”的前一半时间

她在永宁公社太平街，听说与一位苦大仇深

的老大爷感情十分深厚，听到老大爷在大会

上诉苦后，就一直将老人当做亲人，关心照顾

老人的生活，即使离开了太平街，还经常跑去

帮助打水做饭洗衣服，问寒问暖。一直到80年
代他们还有联系，直至老人去世。每当说起这

位老人，她的眼睛里总是饱含泪珠。

来工作队后，我们与她接触多了，发

现她工作确实很细腻，做年青教师的思想工

作也很有一套。当时永宁学校有不少来自北

京市区的青年教师，是作为交换过来的，为

期一年。自然也有永宁学区的教师去市里教

书的。永宁小学有两位来自北京市区的年青

老师，最后却没有回去，因为他们犯了“作

风错误”，从此永宁小学多了两个北京来的

“永久牌”。老师们都爱跟小于说真心话，

就像见了亲人一般。小于是那样的懂人心，

说话又是那样在理，即使是延庆土生土长的

老师，见了小于那永远充满笑容的脸、那一

双会说话的眼睛，谁不愿意跟她说说话？其

实，那时我们都年轻，与学校的大部分老师

年龄相差无几，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自然而

然就成了朋友，有的直到以后很多年还有联

系。十几年前，我们还与 “四清”时我们

发展的党员，后来担任延庆县建委主任的原

永宁小学的老师一起团聚，他送给我们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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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的板栗。再说小于，文革后她分到了外

地，后来由老任介绍，与他在教育部的一位

同事结为夫妻，随后调入教育部基建部门。

在永宁学校搞“四清”仅半年时间，

但还是有不少值得回忆的事情。当时永宁是

一个学区，有一所中心小学，称永宁小学，

管永宁公社和南张庄公社辖区内的若干所村

校。我目前能记得的有南张庄的、新华营

的、左所屯的等。与一群和我们年龄相仿的

年轻教师在一起，白天他们上课，我们去听

课，有时也客串一下教师。放了学，我们与

男教师们交叉分组，去篮球场打一场篮球，

你争我抢，谁也不让谁。晚上多数时间是学

文件，自然得阵线分明，也不能交叉分组

了，我们是工作组、教育者，他们是教师、

被教育者，双方对面而坐。我们是抬着脑

袋，他们则多半是低着头，再也没有打篮球

时那样的高潮迭起。我们宣读文件，启发他

们发言，他们往往总是低头不语，不像抢篮

球那样积极主动。于是我们再启发，点名发

言，他们只好拿出稿子，毫无表情地朗读一

遍。其实我们也没有非要他们说什么，也不

会对谁的发言作好与坏的评论，甚至都没有

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这是必须的程序，一

定要耗到至少9点才能散会睡觉。发言最积

极的是一个摘了帽的右派，姓明，好像叫明

岩。现在回想起来，能在永宁小学这样的穷

乡僻壤当上右派属于凤毛麟角，实属不易，

说明此人绝不平常。遇到“四清”，总希望

好好表现一番，从此解脱。谁承想，“四

清”与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什么区别，作为文

革的前奏与预演，相比以前的运动其左的程

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文革突然而至，

“四清”无疾而终，他的积极性也没有得到

回报，不过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记得“四清”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

外调。学校中的一些老教师历史不清，或者

家庭情况不明。记得有一位老教师，有人揭

发他解放前当过伪警察，但是在档案里面没

有记载。工作队把外调的任务交给了我，要

求我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去查证落实。

这倒让我有机会走遍了延庆的山山水水，

远的如四海、花盆、千家

店，那是要坐公交车去的。

离开永宁近一点的，如大观

头、香营、旧县、大柏老、

张家营，那就借一辆自行车

出行。我带着介绍信，骑着

车，在延庆县境内满世界

转。好在延庆境内，除少数

地方外到哪里都有工作队，

而且都是清华学生及高教部

干部的天下，都是蒋校长的

门生、蒋部长的属下，工作

起来还算顺利，也不用担心

吃饭住宿。至于住宿，通常

就在工作队员那里一挤。只

1966年 1月，在“四清”前半年结束、地方的同志离开之际，

在永宁照相馆拍摄。中排左 3为金水高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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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调到末了什么都没有证明，后来伪警察

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外调中最尴尬的事情发生在香营，当

地“四清”尚未开始，还没有工作队。从永

宁骑车到香营时已经很晚了。在公社食堂吃

了点饭，公社也没有招待所，接待者将我介

绍到公社人武部，部长很客气地将自己的床

铺让给了我，他自己回家了。睡到半夜浑身

发痒，总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上爬，当时太累

太困，天气又冷懒得起来，在发痒处略微挠

几下接着做梦，也就没有在意。第二天才发

现，身上已经满是虱子。

外调时最紧张的事是在宣化下花园，

当时要去涿鹿县黑山寺外调永宁小学党支部

郑书记的家庭情况。他登记的是中农，可是

有人反映他家是富农。从永宁去黑山寺要从

下花园转乘长途汽车。我到了下花园，去黑

山寺的公共汽车是在每日的早晨5点，必须

住一个晚上，我头天就看好了从旅馆到车站

的路线。房间内还有一个宣化人，也是一早

要去长途汽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出行的，只是

与我不同路。可恨的是，当我睁开眼睛他居

然不辞而别了，黑黑的房间只剩我一人。当

时是3月份，天亮得晚，也没有表不清楚几

点了。我只好摸黑起来往车站赶，好在没有

晚，否则又得等一天。在黑山寺住了两天，

走访了不少居民，结果是没有材料证明他是

富农家庭出身。老郑应该感谢我，给他洗刷

了，出身在当时可是大事。

而最狼狈的事是坐车呕吐。那是去千家

店外调小学副校长时，我与学校的一位老师

同行。回来路上，我们坐的公共汽车是大篷

车，就是解放牌卡车加上一个篷，后面是防

尘用的一个帘子。从千家店往永宁是一路下

山，山路蜿蜒蛇形，车辆一路狂行，乘客被

颠得东倒西歪，我的胃也随车来回翻滚。快

到永宁时，终于狂泻而出，至今记忆犹新。

“四清”是一场悲剧，无论我们工作

队员，还是对被整的干部群众。对我来说，

作为人生的一个经历，长了见识，结交了朋

友，对延庆产生了感情，一直关注着延庆发

展的点点滴滴。现在每当打出租遇见延庆司

机，听见延庆口音，都觉得十分亲切，总要

与他们唠唠家常。与学校的老师更是结成了

很好的朋友。文革期间我曾3次去永宁，其

中两次徒步，都会去看看这几位老朋友。后

来在70年代末，我考上研究生再次进京，曾

多次去延庆旅游。后来我还因为组织写书专

门住到延庆的旅馆，每次都与老朋友欢聚。

即使是“四清”时挨整的永宁小学的王俊峰

校长，与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当时我们就

觉得他是一位很好的管理者，很有思想，政

治敏感性很强，能力也很强，就是有些傲。

“四清”中我们除了在大面上让他参加学习

检查外，没有给他难堪，一直让他继续工

作，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他也从来没有因

为“四清”而记恨我们，在1966年9月，他

还来到清华我的宿舍，与我们几位当时的工

作队员谈文革，叙家常。

1966年6月初，传来清华党委靠边站

的消息，我们急急忙忙结束了“四清”，

于1966年6月13日从永宁回到清华。当天晚

上，就赶上有人在西大操场东边的马路上揪

斗张慕葏，我与几位刚从延庆回来的同学自

然也是义愤填膺，上去责问了几句。记得主

要是责怪他们把清华带“修”了，而我们则

被他们领到了“沟里”，成了修正主义的苗

子，张慕葏在责难逃。

谁也没有想到，轰轰烈烈的“四清”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轰轰烈烈的文革替

代了，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2018年1月22日




